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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oking back to the academic road opened

up by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nese Architecture for

Chinese archi tectur e histor y and histor ic  bui ld ing

conservation, the Society made rapid progress not only on

pioneering the combination of documents exploration and

ruins investigation, and deep-going on rules, but also on

abundant achievements in the extensive field of Chinese

architectural history such as historic building conservation,

ancient city conservation, modern Chinese architecture

history, and local building investigation and studie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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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营造学社的

学术之路

摘要 / 回顾中国营造学社先辈学者们所开拓

的中国建筑史与历史建筑保护的学术之路，指

出中国营造学社不仅在已经开创的文献发掘与

遗迹考察相结合、关注法式制度层面的深入上

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而且在中国建筑史学的外

延层面，如历史建筑保护、旧城保护、中国近

代建筑史、中国现代建筑史，中国乡土建筑考

察与研究等诸多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关键词/ 中国营造学社 学术之路 科学与

系统 与世界对话 法式与制度 古建筑保护

杂录》中曾经写道“经过大匠之手艺，年

代之磋磨，有一些石头的确是会蕴含生

气的”。“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

角倾颓的基地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

及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由

温雅的儿女佳话，到血流成渠的杀

戮。⋯⋯潜意识里更有‘眼看他起高楼，

眼看他楼塌了’凭吊与兴衰的感慨。”这

段文字反映出他们对建筑遗迹的认识，

这些遗迹记载着历史的变迁，具有历史

价值、文化价值。梁思成、林徽因首先在

国人面前提出了文物建筑性质的新观念，

它已经超出一般人对建筑实体的认识，

将文物建筑的性质上升到诉说人间沧桑、

历史演绎的载体的概念。今天看来，与

《威尼斯宪章》中所谓建筑是历史信息载

体的精神完全一致。把文物建筑作为“历

史信息的载体”来看待，对于国内文保界

人士来说，基本是在20世纪80年代，改

革开放以后，了解《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

宪章》(又称威尼斯宪章)后才重视的，因

此在这以前，文物建筑的修缮工程中，抹

杀历史信息的情况时有发生，常常会用

现代人的观念去改变文物的原状，使其

失掉了历史价值、艺术价值。

4.2  保存文物建筑应保存其原貌

梁思成在《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

葺计划》中曾经提出：我们今日所处的地

位于两千年以来每次重修时匠师所处的

地位有一个根本不同之点，以往的重修

其唯一的目标，在将已破敝的庙庭，恢复

为富丽堂皇、工坚料实的殿宇，若能拆去

旧屋，另建新殿，在当时更是颂为无尚的

功业或美德。但是今天⋯⋯我们须对各

个时期之古建筑，负保存或恢复原状的

责任。梁思成在《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

考》中指出：破坏部分需修补之，⋯⋯有

失原状者，须恢复之，⋯⋯复原问题较为

复杂，必须主其事者对原物形制有绝对

根据，方可实施，否则仍为原型，不如保

存现有部分，⋯⋯以保存现状为保存古

建筑之最良方法。

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晚年还曾提

出著名的“整旧如旧”之说。“在重修具

有历史、艺术价值的文物建筑中， 一般应

以‘整旧如旧’为我们的原则”。不应“涂

脂抹粉，做表面文章”。这些观点主要精

神是保存文物建筑原貌，与今天的“最小

干预”原则完全一致。

4.3  呼吁全社会一起来保护文物

早在1932年所写的《蓟县独乐寺观音

阁山门考》一文中就曾谈到：“保护之法，

首须引起社会注意，使知建筑在文化上之

价值；使知阁门在中国文化史上及中国建

筑中上之价值，是为保护之治本办法。而

此种之认识及觉悟，固非朝夕所能奏效，

其根本乃在人民教育程度之提高，此是另

一问题，非营造师一人所能为力。”

他还曾提出“立法” 的问题，“在社

会方面，而政府法律之保护，为绝不可少

者。⋯⋯而古建筑保护法，尤须从速制

定，颁布，施行；每年由国库支出若干，

以为古建筑修葺及保护之用，而所用主

其事者，尤须有专门智识，在美术，历史，

工程各方面皆精通博学，方可胜任。⋯⋯

唯望社会及学术团体对此速加注意，共

同督促政府，从速对于建筑遗物，与以保

护，以免数千年文化之结晶，沦亡于大地

之外。”

4.4  重视文物建筑周围环境的保护

基于在营造学社期间对于文物建筑

的保护思想，梁思成在1964 年《闲话文

物建筑的重修与维护》更进一步提出“一

切建筑都不是脱离了环境而孤立存在的

东西。⋯⋯对人们的生活、对城乡的面

貌，它们莫不对环境发生一定影响；同

时，也莫不受到环境的影响。在文物建筑

的保管、维护工作中，这是一个必须予以

考虑的方面”。在将近半个世纪以后的

2005年发布的《西安宣言》，提出“古建

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的周边环境⋯⋯

是其重要性和独特性的组成部分。” 应当

“通过规划手段和实践来保护和管理周边

环境 ”。两者竟然如此相似！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认识：中国

营造学社在文物建筑保护方面，提出了

许多前瞻性的具有理论意义的思想，为

中国文物保护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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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于1929 年的中国营造学社标志

了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中国自己的古代

建筑史研究之发端。在此之前，除了乐嘉

藻的以文献为基本线索的《中国建筑史》

之外，主要是一些外国人的研究。其中稍

显者，例如19世纪后期英国的詹姆士·弗

格森(James Fergusson，伊东忠太《中国

建筑史》中译作“法古孙”)的《印度及东

洋建筑史》(History of Indian and Eastern

Architecture)以及20世纪初的伊东忠太的

《东洋建筑概说》和《支那建筑史》、《支

那建筑装饰》以及关野贞、常盘大定的

《支那佛教史迹》(后增编为《支那文化史

迹》)等。1937年陈清泉将伊东忠太的《支

那建筑史》译为中文，并更名为《中国建

筑史》。

从这一时期的研究中，我们已经看

出东西方学者在中国建筑史研究上的严

重分歧。深郁于西方中心论中的西方学

者，虽在其著述中也谈到中国建筑，但损

贬之意极为明显。如伊东忠太引英人弗

格森《印度及东洋建筑史》中语所说：“中

国无哲学，无文学，无艺术。建筑中无艺

术之价值，只可视为一种工业耳。此种工

业，极低级而不合理，类于儿戏。”[1]8

作为一位东方学者，伊东忠太当然

不会对弗格森辈的谬语表示赞同。伊东

氏在驳斥弗氏的胡言乱语时说：“中国无

哲学与文学一语，实所谓盲者不惧蛇之

类，殊无批评之价值。彼所谓建筑不合理

者，即指屋顶之轮廓多成曲线耳。在彼等

之见解，凡建筑之屋顶，应限于直线，如

用曲线则不合理云。此实非常之谬误也。

屋顶之形，绝无限于直线之理。若由中国

人观之，欧美之建筑，亦未尝合理也。要

之彼以自国之建筑为合理，而以之律他

国之建筑，此如以自国之文典，律他国之

语，而谓他国语为误谬也。”[1]9-10这样的

批评应是十分贴切的。

至少站在东方人立场上的伊东忠太

对中国建筑的看法还是公允的，伊东氏

将中国建筑纳入了东洋建筑之“三大系

统”中，并且给予了充分肯定：”三大系

统者，一中国系，二印度系，三回教

系。⋯⋯中国系建筑为汉民族所创建，以

中国本部为中心，南及交趾支那，北含蒙

古，西含新疆，东含日本。其土地之广，约

达四千万平方华里，人口近五万万，即占

世界总人口约百分之三十。其艺术究历几

万年虽不可知，而其历史，实异常之古。连

绵至于今日，仍保存中国古代之特色，而

放异彩于世界之建筑界，殊堪惊叹。”[1]4-5

伊东氏对中国建筑的这样一种界定，

虽然是以日本人的眼光，而将中国之大

家庭做了不无恶意的分割，并将日本放

在了中国文化圈的一部分中，这样一种

大而化之的概念与当时日本人所着意的

颇具侵略性的大东亚之攻略思路亦不无

关联，但其从建筑学意义上的这一划分，

除了刻意遗漏了的朝鲜半岛建筑之外，

大致符合中国建筑所影响、所囊括的范

围。至少伊东氏对于中国建筑之研究，是

充满了热情的：“东洋三大艺术中，仍能

保持生命，雄视世界之一隅者，中国艺术

也。印度艺术随国土之灭亡而衰，回教艺

术，亦随国土之衰亡而不振。中国虽衰，

但地广民众，根底深固，虽隆盛不及往

日，但仍大有可观。况当其最盛时代，其

优秀冠绝世界，今已为世界所共认乎？

近顷欧美学者，所以着眼于中国艺术，而

由考古学上文化史上艺术上及其他各方

面专心研究者，洵有因也。”[1]6

然而，纵观伊东氏之《中国建筑史》，

在方法论上，虽也主张以书籍之研究与

遗迹之调查为依托。但郁于当时的交通

与社会环境，伊东氏也不得不慨叹说：

“山东一省之遗物，欲完全踏查，尚非易

事，况中国全体乎？”[1]4因而，伊东氏的

研究，仍然没有跳出乐嘉藻之以文字为

主要依托的方法论窠臼。其理由亦著，

“盖凡研究中国者，不问事实如何，文字

之研究皆不能付诸等闲。盖中国为文字

之国，中国之文字与他国之文字，根本迥

异。中国文字乃一有意义之研究资料。在

建筑方面，研究中国关于建筑之文字，即

研究建筑之本身也。”[1]15由此可知，伊东

氏的《中国建筑史》，难以对中国建筑史

的学术框架做出真正的架构，并且难以

真正涉入中国建筑研究的根本部分。因

而，架构中国建筑史的学术框架，将中国

建筑特立于世界建筑之林的任务就历史

性的落在了中国营造学社的那一群志士

仁人们的肩上。

作为中国营造学社的学术窗口，《中

国营造学社汇刊》在其创刊之首篇，在其

刊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字桂莘，时

人称朱桂老)的《中国营造学社缘起》一

文中，就提出了鲜明的中国建筑研究的

学术路径。首先，朱启钤明确地肯定了中

国建筑的学术价值：“中国之营造学，在

历史上，在美术上，皆有历劫不磨之价

值。”[2]1接着，朱启钤就将文字直指中国

建筑研究在方法论上之要旨：“年来东西

学者，项背相望，发皇国粹，靡然从风。

方今世界大同，物质演进，兹事体大，非

依科学的之眼光，作有系统之研究，不能

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2]1

显然，在这里朱桂老提出了两个基

本的概念，一是，对中国建筑的研究，要

依“科学的之眼光，作有系统之研究。”二

是，要将中国建筑的研究“与世界学术名

家，公开讨论。”这也就从两个方面为中

国营造学社的学术奠定了基本的方向，

一是其科学性与系统性；二是其国际性，

即与国际建筑史学的研究能够有所对话

或接轨；至少，应该使传统中国建筑，能

够在世界建筑之林中具有独树一帜的地

位。但何以能够达成这一点呢？朱启钤

做了进一步的阐释。

首先，他力推对于古代建筑典籍宋

《营造法式》一书的系统研究。在《中国

营造学社汇刊》之首卷首册的扉页，即是

宋《营造法式》的作者李诫(李明仲)的画

像，题为“宋李明仲先生像”，并对李明

仲的生平做了简单介绍，其中不乏敬仰

之心。朱桂老在《中国营造学社缘起》一

文中第2段，在初步表述营造学社的基本

研究宗旨之后，文笔直指有关宋《营造法

式》的研究问题：“工艺经诀之书，非涉

俚鄙，即苦艰深。良由学力不同，遂滋隔

阂。李明仲以淹雅之材，深任将作，乃与

造作工匠，详悉讲究，勒为法式，一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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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分涂，重士轻工之锢习。今宜将李书读

法用法，先事躬穷，务使学者，融会贯通，

再博采图籍，编成工科实用之书。”[2]1

显然，在朱桂老看来，对于中国建筑

之研究，应首重对其原典的诠释性研究，

躬穷其意，理解其法，融会贯通，再博采

图籍，编成可供学习研修的书籍。这既反

映了营造学社的研究重视其原典性，也

重视其系统性。惟有系统之研究，方能树

立中国建筑之独立的学科体系，以能“与

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

其研究的要点，仍在于中国建筑之

学科体系的内在术语与结构之相互关联

性的诠释：“营造所用名词术语，或一物

数名，或名随时异，亟应逐一整比，附以

图释，纂成营造辞汇。既宜导源训诂，又

期不悖于礼制。”[2]1这显然是将中国建筑

的研究，首先奠基于中国学术研究的根

基之上，即对建筑原典的名词术语加以

训诂图释，并结合实物，逐一比较，形成

完整的古代术语与实际结构与构建的对

应关系。而这也正是梁思成十分着力于

宋《营造法式》的基础性研究原因之一。

而梁先生在对宋《营造法式》的系统研究

之前所进行的先期研究《清式营造则

例》，也是着力于清代建筑名词术语与结

构名物的一一对应关系，及其整体的结

构、造型与艺术分析之上的。梁先生的研

究思路，与朱桂老最初的立足于中国自

己学术根基上基本构想恰恰是吻合的。

作为一门古代的工艺结构与造型体

系，建筑自有其独立的术语与结构名物

体系。西方建筑研究的学术史上，在17

世纪之前，主要的着力点，也是落在其建

筑的名词术语，与比例关系，细部线脚等

等的详细分析之上。西方人尤重柱式的

研究，而柱式问题，涉及柱身、基座、柱

头，及柱上所承托的檐口等各个部件的

构造、比例与详细线脚的分划与具体尺

寸的确定，实为西方建筑造型与艺术的

核心问题，因而一直历来受到学者的关

注。西方建筑史上的许多学术大家，如16

世纪意大利的塞里奥、维尼奥拉和斯卡

莫齐，17世纪法国的布隆代尔、佩罗等，

都是将柱式研究作为其基本的研究路径

的。中国建筑之结构名物，在细部的构造

上，出于木结构搭造建构的需要，演绎出

一套远比西方柱式为复杂的材分、构造

与比例体系。中国建筑中的柱子与斗 ，

其复杂程度也绝不亚于西方建筑中的柱

式体系。因而，首先立足于中国建筑的术

语体系与结构名物体系的对应与系统研

究，显然是扼住了中国建筑研究的命门，

是解开中国建筑研究之迷团的根本所在。

正是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营造学

社开创者朱启钤在学社汇刊的开篇就将

这一研究目标明确地昭示出来；梁思成

在其极其繁复的研究计划中，也始终贯

穿这一条主线，即对明清时代，与唐宋时

代的建筑之名词术语与构件名物的系统

缜密的整体性研究。梁先生在这一方面

的研究，既是对西方建筑传统研究方法

的一个承续，也是对朱桂老所提出的这

一基本研究方略的一个锲而不舍、始终

如一的坚持。接着，在朱启钤文章中，又

明确了中国建筑研究的另一个特点—

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并重的研究方法：

“古人宫室制度之见于经史百家者，皆宜

取证；并应注重实物。凡建筑所用，一甓

一椽，乃至冢墓遗文，伽蓝旧迹，经考古

家、美术家、收藏家，所保存所记录者，

尤当征作资料，希其援助。至古人界画粉

本—实写真形，近代图样模型影片，皆

拟设法访求。”[2]2

朱桂老将这种将文献与实物相并重

的方法，特别集中在古代建筑实例遗存

与明清建筑典章制度两个方面，以期解

决“制度因革之推求”的建筑史学基本问

题方面：“辽金元明之遗物，塔寺宫殿，硕

果尚存；明清会典，及则例做法，令甲具

在。由此推求，可明制度之因革。⋯⋯清

代雍乾年间，工部物料价值，以及各省工

料价值诸书，与内庭圆明园等工料则例，

皆属官书。居今稽古，不难推知佣值之高

下，物力之变迁，盖工部所营，如坛庙宫

殿城垣及廨舍仓库，崇庳有度。经制悉准

典章，其内庭及圆明园所营。苑囿寺观，

及装修陈设，穹奇侈巧，结构恢诡，然匠

心所运，不逾规矩，历史象征，固班班可

考者也。”[2]2

将建筑历史研究的目标，定位在探

求“制度之因革”这已经抓住了建筑历史

研究之根本，从而比之西方人和日本人

仅仅“着眼于中国艺术，而由考古学上文

化史上艺术上及其他各方面专心研究”

的研究方向向前迈进了很大的一步，其

目标已经深入到中国建筑之本源性的制

度层面上了，而达成这一目标的手段，正

是基于对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的并重上。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将中国营造学社的

研究与此前伊东氏以文字为主要依托的

研究方法论之间划出了一个明显的区别。

在梁思成后来撰写的《为什么研究

中国建筑》一文中，又对这种制度层面的

研究做了进一步强调：“这好比是在欣赏

一国的文学之前，先学会那一国的文字

及其文法结构一样需要。所以中国现存

仅有的几部术书，如宋李诫《营造法式》，

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乃至坊间同行

的《鲁班经》等，都必须有人能明晰的用

现代图解译释内中工程的要素及名称，

给许多研究者以方便。”[3]12梁先生正是循

着这个思路展开他的主要研究的，他的

两部重要著作《清式营造则例》与《宋营

造法式注释》，就是以这种基础性的古代

建筑法式制度研究为基本目标的。

从后来的学社机构设置上及研究论

文的发表上，也可看出这一基本研究宗

旨与研究方法论是得到充分地贯彻的。

如学社内部分为由刘敦桢主持的文献部

与由梁思成主持的法式部。文献部更着

力于古代历史文献的发掘与整理；而法

式部更着力于建筑之结构、造型与细部

之法式制度的探索与研究。两个部门都

在发掘古代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充分仰

赖了古建筑实际案例的考察与测绘，从

而从根本上改观了古代中国建筑史研究

的方向与局面。建筑史的研究从文献发

掘，到实例考察，从案例分析到制度探

究，形成了一个前后贯通的科学而缜密

的研究方法论格局，并且在极其短的时

间内，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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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7月，距离学社成立仅仅一年

时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一卷第一

册就隆重问世，而从第一期出版至抗战

爆发的1937年，在短短的8年时间中，学

社先后出版了6卷21册(期)汇刊，平均

几乎每年出版3册(期)。在抗战爆发后的

8年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学社颠沛流离于

大西南，在物质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

仍然以战时至为简陋的方式坚持出版了

一卷两期营造学社汇刊。

在梁思成所撰的《中国营造学社汇

刊》第7卷复刊词中，我们看到了这一艰

难的过程，也看到了学社同仁艰苦卓绝，

锲而不舍的决心：“《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第六卷第四期出版的时候，正值七七抗

战爆发。此后本社南迁到长沙，到昆明，

又到了四川南溪的李庄。虽然在建筑调

查研究及服务方面，我们都极力不使中

辍，但本社刊物则因印刷方面的困难无

法解决，停顿至今已满7年了。我们始终

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3]3

从这短短数言，已经可以力透纸背，

使我们深切地体验到当时学社境况的艰

难。但其中之“我们都极力不使中辍”一

语，更为感人肺腑。可以想象，在那样一

种艰难困苦的境况中，在漫天的弥漫硝

烟中，还有那么一些志士仁人，仍然孜孜

不怠于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研究的学术求

索之中，而“极力不使中辍”。这应该是

一种何等高尚的学术追求？

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一

期编者梁思成所撰《为什么研究中国建

筑》一文中，已经可以看出当时建筑史学

所面临的窘况了：“研究中国建筑可以说

是逆时代的工作。近年来中国生活在剧

烈的变化中趋向西化，社会对于中国固

有的建筑及其附艺多加以普遍的摧残。

虽然对于新输入之西方工艺的鉴别还没

有标准，对于本国旧工艺却已怀鄙弃厌

恶心理。⋯⋯他们虽不是蓄意将中国建

筑完全毁灭，而在事实上，国内原有很精

美的建筑物多被拙劣幼稚的，所谓西式

楼房，或门面，取而代之。主要城市今日

已拆改逾半，芜杂可哂，充满非艺术之建

筑。纯中国式之秀美或壮伟的旧市容，或

破坏无遗，或仅余大略，市民毫不觉可

惜。雄峙已数百年的古建筑(Historic

Landmark)，充沛艺术特殊趣味的街市(Local

color)，为一民族文化之显著表现者，亦常在

“改善”的旗帜下完全牺牲。”[3]5

梁先生的忧虑，也道出了学社同仁

的心声。这也是中国营造学社在重视历

史研究的同时，也致力于古建筑保护事

业的原因所在。而这保护之要恰也在于

深入的研究，并通过研究以唤醒社会对

于历史建筑的保存之关注。对此，梁思成

说：“在此时期中，也许没有力量能及时

阻挡这破坏旧建的狂潮。⋯⋯幸而同在

这时代中，我国也产生了民族文化的自

觉，搜集实物，考证过往，已是现代的治

学精神，在传统的血液中另求新的发展，

也成为今日应有的努力。⋯⋯除非我们

不知尊重这古国灿烂文化，如果有复兴

国家民族的决心，对我国历代文物，加以

认真整理及保护时，我们便不能忽略中

国建筑的研究。

以客观的学术调查与研究唤醒社会，

助长保存趋势，即使破坏不能完全制止，

亦可逐渐减杀。这工作即使为逆时代的

力量，它却与在大火之中抢救宝器名画

同样有急不容缓的性质。这是珍护我国

可贵文物的一种神圣义务。”[3]6

这里或许可以看出梁思成由其早期

专心致力于建筑历史研究向后来的充分

关注古建筑遗存保护是有一个转变过程

的。正是看到了古代建筑所面临的巨大

危机，梁先生才不失时机地将建筑历史

研究与古代建筑保护这两项事业紧密地

结合了起来，并赋予两者以同等重要的

地位。因而可以说，在中国营造学社的学

术诉求中，历史的研究，与历史建筑的保

护，是被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之上的，二

者不可有丝毫的偏废。非重历史之研究，

则对所保护之对象的价值没有充分的认

知，而不重历史遗存之保护，则历史研究

的对象也就渐渐地会消失殆尽。这一学

术思路，与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西方

人及日本人对中国建筑研究之猎奇性的

研究思路，又有了根本的区别。

概而言之，从重读《中国营造学社汇

刊》首卷首册朱启钤的发刊词和七卷一

期的复刊词，我们惊奇地发现，中国营造

学社的学术之路早已清晰的彰显在这些

简明扼要的文字中，无论是最初的立足

于科学与系统的研究，及与世界接轨的

学术理念，和依赖于古代典籍与现状遗

存的结合，着力于中国建筑制度层面的

研究；还是后来的针对历史遗存的迅速

衰亡而提出的在专注于建筑历史研究的

同时，刻意于历史建筑遗存的保存与保

护的研究，都一以贯之地体现了中国营

造学社的意欲将中国建筑彰显、独立于

世界建筑之林，在世界建筑史上独树一

帜的学术思路。这样一种思路，与西方人

对传统中国建筑所采取的鄙夷态度，以

及日本人的将东方建筑大而化之，以期

模糊中国建筑特有的民族与文化特征的

做法，取了截然不同的学术路径。

正是循着中国营造学社先辈们所开

拓的中国建筑史与历史建筑保护的学术

之路，才有了自1949年以来60年的中国

建筑史学虽起伏跌宕，但却朝气蓬勃的

研究历程。而这数十年的建筑史学研究，

不仅在中国营造学社已经开创的文献发

掘与遗迹考察相结合，关注法式制度层

面的深入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而且在

中国建筑史学的外延层面，如历史建筑

保护、旧城保护、中国近代建筑史、中国

现代建筑史，中国乡土建筑考察与研究

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可以说，尽

管中国建筑史学科学前面的学术之途仍

然充满艰辛，但中国营造学社先驱们所

提出的科学的、系统的，可以与世界建筑

史学对话的学术路径，已经初步达到了

预期的效果，并且随着文献与考古资料

的进一步发掘，以及研究手段的进一步

优化，一定会有更大更深入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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